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基于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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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会计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2. 河南大学 商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4）

摘   要：数字化转型对促进企业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不少企业仍然存在数字化转型

的“痛点”，如何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是一项重要议题。文章以2013—2020年A股上市

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结果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显著

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且该效应仅体现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数字化底层技术的积极影响。进一步

研究发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代理成本较高、员工积极性较差以及供

应链企业信息分享意愿较低的样本中更显著，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降低代理成本、促进员工参

与、增强供应链企业信息分享意愿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这对政府部门从宏观制度方面营造有利于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制度环境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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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将数字经济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

规划》明确提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25年要提升至10%。数字经济催

生了大量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陈德球和胡晴，2022），加剧了替代式竞争（戚聿东和肖旭，

2020），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商业模式。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使企业难以通过传统的方式维

持自身的竞争优势，企业目标也从传统的利润最大化变为创造消费者价值（陈剑等，2020）。因

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加入数字化转型浪潮，开启数字经济与实体产业融合的新模式。

现有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降成本”“强创新”“提效率”等优势（Mikalef和Pateli，

2017；陈剑等，2020；吴非等，2021；袁淳等，2021）。然而，实践中并非所有企业都能成功实现数

字化转型，大多数传统企业的转型力度与转型成果似乎不尽如人意
①

。研究发现，领导者特征

和管理能力适宜性（Porfírio等，2021；肖静华等，2021）以及组织形式（Smith和Beretta，2021）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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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21埃森哲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的研究报告显示，在参与调研的320家中国企业中，2021年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

的领军企业只有16%。



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因素。但是，这些研究均从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需的“硬”条件（人才、能力

和组织结构）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事实上，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转

型成功与否受到多个因素的制约。特别地，数字化转型需要人员的配合，是否具有数字化转型

的意愿以及是否配合数字化转型的工作开展等“软”条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也同样重要。一方

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在短期内投入高、回报周期长、收益不确定性高等风险特征（刘淑春

等，2021），这导致部分企业的管理层对数字化建设的积极性较低。并且企业数字化变革增加了

员工的额外学习成本，员工也不愿意投入额外的精力来学习数字化技术相关的知识，这导致企

业数字化转型面临阻碍。另一方面，数字化在流程再造、技术升级、信息传递等方面需要企业

内部各部门以及关联企业之间进行数据共享（陈剑等，2020；肖静华等，2021）。然而，企业内部

部门以及关联企业由于存在信息泄露风险而不愿意共享信息，这也降低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效

率。因此，管理层、员工和关联企业的数字变革意愿以及支持力度构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

的“软”条件。

显然，企业数字化建设主体的意愿和支持力度反映的是主观概念，即参与主体在企业数字

化转型中的作用受价值观念或者道德规范的制约，这启示本文从宏观视角来研究宏观制度规

范在塑造数字化参与主体对数字化转型态度方面发挥的作用。2014年，国务院颁布《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自此以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

国大范围内开展（沈岿，2019）。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记录并共享经济主体的信用信息，从而

建立起社会范围内的信用制度。当交易主体预期对方在信用制度的约束下不会采取伤害彼此

的行为时，便会建立彼此之间的互信机制。因此，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无疑会增强经济主体之间

的信任。社会信任在塑造经济主体的道德和价值规范、促进合作和信息分享等方面的作用已经

被大量研究证实（邱保印和程博，2021；Xie等，2022）。那么，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利益主

体——管理者、员工和关联企业，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否影响这三方主体对企业数字化变革的

认知和态度等价值规范来影响其参与意愿和支持力度，进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文以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理。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本文从宏观制度环境视角探究了影响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因素。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受企业对数字技术的应用、管理层的数字化能力、

数据质量、数字化人才等“硬”条件的制约，而且参与数字化建设的人员是否有数字化转型的主

观意愿以及是否愿意支持并投身于数字化建设等“软”条件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上也不可或

缺。本文研究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塑造管理层、员工以及关联企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态度和

认知中的作用，为数字化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第二，本文将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的作用拓展至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道德与价值规范，为进一步评估当前的社会信用制度

提供了依据。第三，本文推进了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制度化社会信任的研究。随着“熟人”社会

向“陌生人”社会迈进，传统关系型社会信任发挥的作用受到限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此背景

下大力开展，制度化信任得以逐渐建立。本文研究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

响，丰富了中国制度化社会信任的内涵。

二、  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制度背景

2003年，中国启动了以“奖励守信、惩罚失信”为核心机制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的作用是通过记录社会主体的信用状况（包括守信和失信行为）来对社会主体的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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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进行预警，并通过整合社会力量来褒奖诚信和惩罚失信行为，从而达到促进诚信社会文化

形成的目的。为进一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2014年6月，国务院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

划纲要（2014—2020年）》，该文件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作出了整体规

划，旨在提高整个社会的诚信水平。2015年8月和2016年4月，相关部委先后批复了43个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示范创建城市
①

。2016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组织机构对部分示范

创建城市工作情况进行第三方评估，有20个示范创建城市（城区）（包括11个第一批示范创建城

市和9个第二批示范创建城市）接受了评估。2017年8月，《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评审指标

（2017年 版 ） 》 确 立 了 示 范 城 市 的 验 收 标 准 。2018年1月 和2019年8月 ， 两 部 委 公 布 了 第 一 批

（12个）和第二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16个）
②

。虽然各地区创建示范城市的具体做法不

尽相同，但主要任务均包括健全各经济主体的信用档案、建成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大力推进守

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等，旨在优化地区信用环境，提高诚信水平。

社会信用制度建设与社会信用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百科全书》从经济学的角度将“信用”

解释为一种借贷活动。从伦理的角度看，“信用”体现为约束人们行为的道德规范，即遵守并履

行承诺。从词性上看，“信用”是名词，主要用来评价一个人是否重视承诺。“信任”是一个与“信

用”密切相关的术语，被定义为个人的主观信念，即潜在交易对手所采取的行动至少不会对个

人造成伤害（Gambetta，1988；Guiso等，2008）。可见，“信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动词，意思是

一个人评估另一个人是否可信。当前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其实是在强化建立个体的信用，而当

个体的信用被周围群体广泛认识后，就会增强彼此之间的信任。也就是说，当前的信任是人们

对信用制度的信任，即相信对方在信用制度的约束下不会采取伤害彼此行为的概率。因此，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无疑会增强经济主体之间的互信程度。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信任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规范，历来被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所重视。研究发现，社会信任

鼓励管理者采取更加道德的行为，特别是有利于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决策（Dong等，2021；Liu等，

2022）。同时，信任有利于降低经济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促进利益主体之间的信息分享与合

作（Garrett等，2014；Xie等，2022）。当前，我国政府通过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来改善社会

信用环境，从而提高社会范围内的信任水平。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一些主观障碍，包括管理者

和员工出于风险与学习成本的考虑，不愿意投身于数字化变革。同时，企业内部部门以及关联

企业之间面临信息摩擦，较低的数据分享意愿也是数字化转型的障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够

增强社会信任，而社会信任与鼓励道德、合作与降低交易成本密切相关（邱保印和程博，2021）。

因此，本文推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够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并存在如下三个机制：

首先，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助于缓解代理问题，从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具

有不确定性大、投入高、回报时间长等特点，极易引发风险规避型管理者的短视行为，降低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同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常伴随管理流程再造，需要管理者在新的管理流

程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管理者可能没有意愿进行数字化转型或者在数字化建设中积极

性低。因此，管理层的风险规避以及“懒惰”行为产生的代理问题均不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举措之一就是通过普及诚信教育和加强诚信文化建设来推进公民道德建

设，从而推动道德价值规范形成。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鼓励企业采取更加道德的行为（曹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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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限于篇幅，未在文中列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创建城市名单，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②这一过程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以创建示范城市为重要载体，通过试点先行的方法探索出可供借鉴的经验，对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较为完善的试点城市正式确立为示范城市，为后续全国范围内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提供参考。



等，2022；左静静等，2023），而非危害股东财富的企业决策。数字化转型是当前企业发展中势不

可挡的趋势，对于提升企业商业价值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有道德的管理者会顺应这一趋势，

积极开展数字化建设，而不会出于避避风险或者偷懒，放弃企业数字化建设。基于此，本文认

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够缓解数字化建设中的股东—管理者代理冲突，进而促进企业数字化

转型。

其次，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够调动员工参与企业数字化变革中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企业数

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在流程再造、技术升级、信息传递等方面对员工产生了新的要求，企业

从管理层到一线员工无不需增加学习、培训等提升自己以适应数字化转型的需求，这增加了员

工额外的工作时间和学习成本。若员工将数字化转型带来的额外成本看作“负担”，则不利于数

字化转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将改变这一局面。一方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利于培养员工的

组织忠诚度，进而使员工能够积极配合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了劳动保

障诚信，对在劳动保障领域有重大违法行为的企业实施黑名单管理，这有利于建设和谐的用工

环境。劳动关系的改善有助于增强员工对组织的承诺，提高员工对企业以及工作的认同感，从

而促使员工主动参与促进企业价值提升的数字化转型活动。另一方面，社会信用体系中的道德

建设营造了诚实守信的道德观，也有利于减少员工在数字化转型中的“懒惰”行为，如积极参加

数字化变革的相关培训，主动学习数字化知识以及提供相关反馈以推动企业开展数字化建设。

此外，数字化转型的成功还依赖于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与传递。然而，企业内各部

门之间有可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意将关键信息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其他部门，这在一定程

度上导致企业内部存在信息孤岛，不利于数字化转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营造的社会规范也将

使员工更加道德。企业内部员工将会为实现共同目标而贡献他们的努力、资源、知识和能力

（Xie等，2022），包括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信息，从而打破企业内部的信息孤岛，推动数字化转型。

综合前述两个观点，本文认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降低员工在数字化转型中的懈怠行为以

及提高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分享意愿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最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增强关联企业分享数字化变革信息的意愿，从而推动企业数

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并不是单一企业能够独立实现的，要达到更好的数字化转型效果需要整

条供应链上的企业互相协作、齐头并进，这样才能实现数据共享，协调销售、生产、物流服务等

进程。例如，美的集团在其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由于供应链上的企业能

够为美的提供销售数据，从而降低了企业的库存、物流和资金成本。如果供应链上的关联企业

无法提供数据支持，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就很难取得成功。但在实践中，供应链上的信息分享可

能会泄露企业的商业机密，从而对自身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关联企业之间的数字化协同

效应可能因为信息无法共享而大打折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涵盖了经济主体的征信信息，对企

业信用的监管覆盖了从采购开始，到生产、供应链管理、销售以及售后服务各个环节。大量的

信用信息有助于关联企业正确甄别出企业是否能成为可靠的合作伙伴，直接影响关联企业共

享关键信息的意愿。当关联企业相信自己在向合作伙伴传递信息时不会面临着“投机、搭便车

和泄露商业秘密”的风险，就会自愿向企业分享关键数据为数字化转型提供基础素材，从而推

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如余泳泽等（2020）所指出的，社会信用有利于企业间缔约关系，从而形

成长期稳定的双边企业关系，而稳定的供应链关系则有助于形成数字化转型的良好氛围。

综上，本文认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够通过降低代理成本、促进员工积极参与数字化建

设，并增强关联企业之间的信息分享意愿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1：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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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①

，这是因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处于互联

网发展虚实结合的背景下，选择这个区间能更好地捕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变化趋势。本文对初

始 样 本 进 行 如 下 筛 选 ： （1） 剔 除 金 融 行 业 的 上 市 公 司 （615个 观 测 值 ） ； （2） 剔 除 当 年 被ST或

*ST的上市公司（758个观测值）；（3）剔除在IPO年度的上市公司（379个观测值）；（4）剔除关键

变量缺失的上市公司（1 474个观测值）。由此得到23 777个公司年度观测值，并对连续变量在

1%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城市层面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

可比性，其控制变量统一使用地级市及以上的口径，其他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1.数字化转型。使用吴非等（2021）构建的数字化转型特征词图谱，将企业数字化转型分为

两个维度，分别是底层技术应用（ABT）和技术实践应用（ADT）。其中底层技术应用侧重于将数

字技术嵌入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偏向于数字化转型的内化阶段；而技术实践应用则侧重

于将数字技术与复杂业务场景创新融合，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变革，偏向于数字化转型的价值输

出阶段。根据技术不同，本文又将底层技术应用（ABT）分为人工智能技术（AI）、区块链技术

（BD）、云计算技术（CC）和大数据技术（DT）四类。

本文根据公司年报中数字化转型特征词出现的频数，并剔除特征词前存在否定的表达以

及非本公司的数字化转型特征词，构建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指标体系，包括代表企业总体数

字化转型的指标DCG，以及根据其口径分解的指标AI、BD、CC、DT和ADT。由于数据具有“右偏

性”，本文对词频数加1取自然对数处理。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和进度，本文对数字化转型的维度进行了详细剖

析。图1绘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构成的时间趋势
②

。从中可见，AI和CC在样本区间内随着时间的

增长表现出明显的增加趋势，尤其是AI表现出从0开始的持续增长；DT在2013—2017年保持明

显增加的趋势，之后年份增长趋于平缓；ADT在2016年之前呈现增长的趋势，在之后的年份中

呈现大致持平的趋势。图2绘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构成的结构变化
③

。从中可见，在2016年之前，

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是由ADT主导；在2016年之后，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是由ABT主导；而从

2018年开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构成趋于稳定。

2.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借鉴曹雨阳等（2022）的做法，本文引入TreatPost表示试点政策效应

的虚拟变量，如果企业注册地位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试点城市
④

，在试点当年及以后年度取

值为1，否则为0。

3.控制变量。借鉴吴非等（2021）和夏常源等（2022），本文加入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控制

变 量 。 其 中 企 业 特 征 变 量 包 括 企 业 年 龄 （ Age） 、 企 业 规 模 （ Size） 、 财 务 杠 杆 （ Lev） 、 盈 利 能 力

（ROE），成长能力（Growth，营业收入增长率）、资本密集度（Capital，固定资产净值与员工人数

的比值）和研发投入（RD）。治理特征变量包括有大股东持股（Top1）、管理层年龄（Mage，管理

层平均年龄的自然对数）、管理层持股（Mshare）、董事会规模（Board）、两职合一（Dual）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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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将2013年作为起点，是因为2013以后互联网的发展才进入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结合阶段（杨德明和毕建琴，2019）。

②在图1中，BD位于AI和CC之间，由于数值太小而被压缩，其大致趋势也随着年份增长而增加。

③在图2中，BD位于AI和CC之间，由于占比太小而被压缩。

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两批试点共涉及43个城市（区），但由于绥芬河市没有上市公司，无法开展研究，因此本文实际只研究

了42个城市（区）。至于代管县级市和直辖市样本所存在的问题，本文在后文进行稳健性检验。



竞争程度（HHI，行业中各市场竞争主体占行业总收入比重的平方和）。地区特征变量包括经济

发 展 水 平 （ PGDP， 各 城 市 人 均 生 产 总 值 的 自 然 对 数 ） 、 市 场 化 程 度 （ Market） 和 信 息 化 水 平

（Internet，各城市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的自然对数）。

（三）模型构建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的两批城市名单分别在2015年8月和2016年4月陆续公布，因此采用

交错情境下的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模型如下：

DCGi,t = β0+β1TreatPosti,t +
∑
β jControli,t +µi+λt +εi,t (1)

µi λt

εi,t

其 中 ， DCG为 本 文 的 被 解 释 变 量 ， 代 表 企 业 数 字 化 转 型 。 TreatPost为 本 文 的 核 心 解 释 变 量 。

Control为一系列可能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控制变量。 、 分别是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

效应， 为随机扰动项。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为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DCG的均值为1.438，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5.056，标准差为

1.394，说明当前企业在数字化变革中并非齐头并进，其实施进度存在较大差异，这与吴非等

（2021）的研究较为一致。底层技术AI、BD、CC和DT的最小值和中位数均为0，即目前底层技术

应用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BD的均值最小，为0.014，表明目前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比较有限。

ADT的均值为0.967，标准差为1.119，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4.127，同样说明不同企业在技术实践

应用层面的差异较大。TreatPost的均值为0.305，意味着大约有30.5%的样本受到了社会信用建

设体系试点的影响。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DCG 23 777 1.438 1.394 0.000 1.099 5.056

AI 23 777 0.331 0.715 0.000 0.000 3.332

BD 23 777 0.014 0.097 0.000 0.000 0.693

CC 23 777 0.544 0.954 0.000 0.000 3.912

DT 23 777 0.532 0.894 0.000 0.000 3.807

ADT 23 777 0.967 1.119 0.000 0.693 4.127
TreatPost 23 777 0.305 0.460 0.000 0.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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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企业数字化转型构成的时间趋势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AI BD CC DT ADT

 
图 2    企业数字化转型构成的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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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行趋势检验

为了检验时间交错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

点是有效的外生冲击事件，本文首先进行了平

行趋势检验，即以政策实施年份为第0年，分年

度 引 入 3个 政 策 实 施 前 的 处 理 效 应 虚 拟 变 量

pre3、pre2、pre1，1个政策当期的处理效应虚拟

变量current，以及5个政策实施后的处理效应虚

拟变量post1、post2、post3、post4、post5。预期政策

实施前的处理效应虚拟变量均不显著，即满足

平行趋势假设；预期政策实施后的处理效应多

期显著，即满足政策效应的动态效果。根据表2

列（1）平行趋势和动态效应检验的结果，本文在

图3中绘制了每一期估计系数的大小以及其在90%置信度下的取值范围。可以看出，政策实施

前两期以及政策实施当期的估计系数在90%置信区间内与0无差异，平行趋势假设成立。政策

实施后第1期至第5期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基本显著异于0，说明政策影响的动态效应存在，也

初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三）回归结果分析

在满足平行趋势假设的基础上，本文

进行回归分析。表2列（2）是仅控制公司固

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后的回归结果，可

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TreatPost的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说明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列（3）

是在列（2）的基础上，加入全部控制变量

后的回归结果，TreatPost的系数在5%水平

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在控制企业层面、治

理层面和地区层面等可能影响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因素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

能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验证了本文

的假设。

本文基于底层技术应用和技术实践

应用两个维度构造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

指标。鉴于底层技术应用和技术实践应用

是数字化转型不同应用阶段和深度的体现，那么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否会对两者产生差异影

响？基于此，本文根据数字化转型的口径分解的五个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应用模型（1）

检验政策效应，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从中可以看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了底层技术应用，

其中对人工智能技术（AI）、云计算技术（CC）、大数据（DT）的促进作用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

为正，对区块链技术（BD）的促进作用在10%的水平上为正，说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底层技

术应用均有提升作用。通过比较系数大小，发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人工智能技术（AI）的促进

表 2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变量
(1) (2) (3)

DCG DCG DCG

TreatPost 0.100***(3.428) 0.077**(2.528)
pre2 0.041(0.751)

pre1 0.038(0.812)

current 0.069(1.231)

post1 0.118**(2.196)

post2 0.137**(2.262)

post3 0.122**(2.205)

post4 0.113**(2.009)
post5 0.113(1.598)

Controls 是 否 是

YearFE/FirmFE 是 是 是

N 23 777 23 777 23 777

Within R2 0.040 0.001 0.040
　　注：括号内为经过White异方差修正且在城市层面聚类调整
后的t值，*、**、***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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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平行趋势和动态效果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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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最大，这可能是因为该技术的应用面比较广，且近年来数字化转型都是围绕AI技术展开

的。社会信用对区块链技术（BD）的促进作用最小，这可能是因为区块链技术目前在实体企业

中应用面比较窄，本身的发展也比较缓慢。列（5）显示，TreatPost的回归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说

明 社 会 信 用 体 系 建 设 并 不 能 促 进 技 术 实 践 应 用 。 呈 现 上 述 情 况 的 原 因 可 能 是ADT只 是 在

2016年之前有增长态势，之后持平，所以增长力不足或者作用受限。而ABT在整个期间均保持

一定的增长趋势，且在2016年之后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可参考图1和图2）。从实践情况来看，

企业数字化转型处于探索时期，主要集中于对底层技术的引进与学习，甚至未能很好地将数字

技术融入企业原有的体系流程中，也就无法为后期技术实践应用提供坚实的基础，即技术实践

应用表现出明显的动力不足。因此，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前期的底层技术应用具有明显的促进

作用，而对后期的技术实践应用无明显作用。
 
 

表 3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数字化转型的口径分解

变量
(1) (2) (3) (4) (5)
AI BD CC DT ADT

TreatPost 0.194***(5.570) 0.006*(1.817) 0.116***(3.206) 0.134***(4.411) −0.008(−0.280)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是

YearFE/FirmFE 是 是 是 是 是

N 23 777 23 777 23 777 23 777 23 777

Within R2 0.042 0.003 0.029 0.033 0.022
 

五、  稳健性检验

（一）交错双重差分模型的偏误处理

1.交错双重差分偏误的诊断。交错DID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TWFE）来估计模型的平均

处理效应，当处理效应同质时，TWFE可以得到真实处理效应的无偏估计。但实际上，不同时期

或者不同处理组的处理效应往往是不同的，此时，采用简单的平均处理效应将会导致模型出现

估计偏误（De Chaisemartin和D'Haultfoeuille，2020；Goodman-Bacon，2021；Baker等，2022）。因此，

Goodman-Bacon（2021）提出将双向固定效应的估计量拆解成若干个2×2DID组合，其估计量的大

小等于每类2×2DID的平均估计量的加权之和。表4呈现了Goodman-Bacon分解的结果
①

，以“较早

接受处理组”为控制组即为“坏的控制组”，其权重为5.2%，因为权重较小故对本文的估计结果

影响并不大。总的DID估计量为0.144，对应表5列（1）的结果。图4呈现了2×2DID估计量权重分布

散点图，以“较早接受处理组”为控制组的权重都集中分布在左侧，同样说明权重较小。此外，

表5列（2）为使用Goodman-Bacon分解的样本加入控制变量进行交错双重差分回归的结果，研究

结论不变。本文还使用De Chaisemartin和D'Haultfoeuille（2020）的诊断方法发现负的权重占比仅

为8.63%，同样说明不会对估计结果造成太大的影响。

2.使用单期双重差分模型修正。参考张克中等（2020）对其他分批试点政策评估的做法，将

上半年开始实施的试点视为本年度开始实施，下半年开始实施的试点视为下一年度开始实施。

按照这种做法，两批试点都可以视为2016年开始实施的政策，符合做单期双重差分的条件。

表5列（3）为单期双重差分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规避了异质性处理效应的问题后，Treat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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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Goodman-Bacon分解仅适用于平衡面板数据且处理个体不退出的情况。本文先将非平衡面板数据转换为平衡面板数据，

再将2015年及以后，公司注册地由试点城市搬迁到非试点城市的样本予以剔除，因为这种类型的注册地搬迁属于人为的“政策

退出”。因此，本文的Goodman-Bacon分解结果是使用平衡面板数据，剔除人为“政策退出”的样本，且不加控制变量的结果。



的系数为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结论稳健。

本文还尝试将第一、二批试点城市分开，均

利用从未开展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的控制

组使用单期双重差分模型。表5列（4）和列（5）分

别为第一批和第二批试点城市的单期双重差分

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第一批社会信用

试点建立后，TreatPost的系数不显著，而在第二

批建立后则显著为正。本文认为第一批试点效

应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第一批试点

城市的样本太少，与控制组样本数量相比悬殊

过大；二是第一批试点城市没有可以借鉴的经

验，靠“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进行探索，因而政

策效应并不明显。但是，上述结果依然能表明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有促进作用。

（二）安慰剂检验

考虑到可能存在其他不可观测因素会影响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

系，本文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具体而言，使社会

信 用 体 系 建 设 试 点 对 特 定 城 市 的 冲 击 变 得 随

机，并重复此过程1 000次。图5绘制了随机1 000

次后的估计系数分布及对应的P值。可以看到，

估计系数的均值（0.003，对应短虚线）相较于主

回归检验的结果（0.077，对应点划线）非常接近

于0，且绝大多数P值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从而

证 明 不 可 观 测 的 因 素 不 会 影 响 本 文 的 估 计 结

果。此外，还将第一批和第二批信用试点建设的

时间分别向前平推两年设置处理效应虚拟变量。表6列（1）显示，TreatPost的系数未能通过显著

性检验，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结论稳健。

（三）样本选择偏误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选择的试点城市可能并不是完全随机的，会受地理区位、经济发展和产

业构成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带来样本选择偏误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下

表 4    Goodman-Bacon分解结果

总的DID估计量 0.144

类别 权重 平均DID估计量

以“尚未接受处理组”为控制组 0.024 0.043

以“较早接受处理组”为控制组 0.052 0.019
以“从未接受处理组”为控制组 0.924 0.154

表 5    交错双重差分偏误的诊断与修正

变量
Goodman-Bacon分解的样本 单期双重差分 单期双重差分：分批次考察

(1) DCG (2) DCG (3) DCG (4) DCG (5) DCG

TreatPost 0.144***(3.731) 0.112***(2.926) 0.080**(2.123) 0.083(1.106) 0.090**(2.584)

Controls 否 是 是 是 是

YearFE/FirmFE 是 是 是 是 是

N 14 512 14 512 23 777 16 853 20 802

Within R2 0.003 0.042 0.040 0.039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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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重差分法（PSM-DID）来缓解城市异质性所

带 来 的 内 生 性 问 题 。 具 体 地 ， 本 文 选 择 人 均

GDP（PGDP）、GDP增长率（GDPGrowth）、第三

产业占比（TerInd）、人口密度（PD）、城镇化比例

（Urban）为协变量，采用1:1有放回的最近邻匹

配方法对样本进行匹配，并得到基于PSM配对

的样本。表6列（2）呈现了PSM-DID的结果，可以

看到，TreatPost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

正，说明在消除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之间固

有的差异后，本文结论稳健。

（四）其他稳健性检验

本文还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结论均保持不变
①

。第一，借鉴Lu等（2017）对处理期虚拟变

量赋值的做法重新定义TreatPost，避免低估政策的真实效应。第二，由于被解释变量为词频数，

本文考虑计数模型，使用零膨胀负二项模型进行回归。第三，考虑到样本期间内正式确立的两

批示范城市会给估计结果带来干扰，仅使用2013—2017年的样本进行回归。第四，为了使样本

在政策实施前后更好地形成对照，本文使用政策前后均有观测值的样本进行回归。第五，考虑

到公司上市选择注册地时考虑当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情况，这可能导致数字化程度高的企

业选择了社会信用试点城市，而不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因此本文剔除

了政策实施后新上市的样本重新回归。第六，剔除可能受到行政管辖溢出效应（地级市及以上

的城市为试点城市，但其代为管辖的县级市并不是试点城市）和地理邻近溢出效应（直辖市的

部分辖区为试点城区，其他辖区并不是试点城区）的样本重新回归，本文分别和同时排除了这

两种溢出效应对文章结论的干扰。

六、  进一步分析

根据前文的分析，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通过降低代理成本、促进员工参与并增强关联企业

之间的信息分享意愿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本文将进行如下异质性分析来验证上述猜想。

（一）代理成本

本文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的投入高、周期长以及收益不确定性等特征会导致管理层

出现风险规避的短视行为以及对数字转型的“懈怠”现象，进而降低管理者投身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意愿。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够通过形成具有道德的社会规范，对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

进行约束，从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如果上述猜想成立，应当观察到在管理层机会主义较强

（代理问题更严重）的样本中，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显著。

借鉴权小锋等（2010），采用超额高管在职消费水平衡量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并

以超额在职消费水平的“年度—行业”中位数为标准，进行分样本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列（1）和

列（2）所示。TreatPost的回归系数在超额在职消费水平高的组别中显著为正，而在超额在职消

费水平低的组别中不显著。这说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一项制度化安排，有制约企业管理者

机 会 主 义 行 为 的 作 用 ， 从 而 使 得 管 理 层 更 积 极 地 进 行 数 字 化 转 型 。 此 外 ， 还 借 鉴 杨 国 超 等

（2021），采用自由现金流比率衡量代理成本。自由现金流比率采用净利润与利息费用、非现金

支出之和减去营运资本和资本性支出后除以总资产衡量，自由现金流比率越大，说明企业代理

表 6    安慰剂检验和样本选择偏误的
稳健性检验

变量
虚假时间的安慰剂检验 PSM-DID

(1) DCG (2) DCG

TreatPost 0.079(1.608) 0.101**(2.255)

Controls 是 是

YearFE/FirmFE 是 是

N 23 777 7 083

Within R2 0.040 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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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越严重。本文以自由现金流比率

的中位数为依据，将全样本分为自由

现金流比率较低组和自由现金流比

率较高组，回归结果如表7列（3）和列

（4）所示，可以看到，在自由现金流比

率 高 的 组 别 中 ， TreatPost的 系 数 在

5%的 显 著 性 水 平 为 正 ， 而 在 自 由 现

金流比率低的组别中，TreatPost的系

数不显著。这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通过缓解管理者与股东之间代理冲

突，更好地将管理者个人利益与股东

利益捆绑在一起，从而提高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意愿。

（二）员工数字化建设参与

管理者长远的战略眼光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因素，但员工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配

合与努力也必不可少。然而，数字化转型一方面给员工带来了额外的学习和时间成本，“懈怠”

的员工参与数字化建设的积极性较低；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要求员工之间打破信息孤岛，而

出于各自部门利益的考量，员工之间共享信息的意愿不高。这两方面成为阻碍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又一障碍。如果上述猜想成立，应当观察到在员工懈怠更严重，以及企业内部信息分享意愿

较低的样本中，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显著。

1.员工努力程度。借鉴孟庆斌等（2019），采用单位员工成长性衡量员工努力程度。单位员工

成长性采用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减去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后除以员工人数衡量。单位员工成

长性越高，说明单位员工创造的价值越大，其努力程度也越高。而当单位员工成长性较低时，

说明单位员工创造的价值不大，其努力程度较低，在工作中更容易消极怠工。本文以单位员工

成长性的中位数为依据，将全样本分为高员工成长性和低员工成长性两个组别，回归结果如表8

列（1）和列（2）所示。可以看出，在单位员工成长性低的组别中，TreatPost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

显著为正，而在单位员工成长性高的组别中则不显著。这说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能起到道德约

束的作用，减少企业员工在数字化转型中消极怠工的情况，从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2.企业内部信息分享意愿。一方面，本文采用企业合作文化来衡量企业内部信息分享意

愿。当企业合作文化氛围浓厚时，以此形成的企业价值观会对员工行为决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

响，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也倾向于通过合作达成目标，进而增强信息分享意愿。基于此，本文

借鉴潘健平等（2019）对合作文化的衡量，采用与“合作”相关的词语在董事会报告出现的频数

表 7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代理成本与
企业数字化转型

变量

超额在职消
费高

超额在职消
费低

自由现金流比
率高

自由现金流比
率低

(1) DCG (2) DCG (3) DCG (4) DCG

TreatPost 0.103*(1.834) 0.053(1.135) 0.097**(2.178) 0.073(1.640)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YearFE/Firm
FE

是 是 是 是

N 10 763 10 763 11 888 11 888

Within R2 0.030 0.039 0.035 0.054

差异 0.050**(0.038) 0.024(0.190)
　　注：差异中括号内为使用费舍尔组合检验（bootstrap抽样500次）的
P值，下同。

表 8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员工数字化建设参与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变量
单位员工成长性低 单位员工成长性高 企业合作文化低 企业合作文化高 部门集中度低 部门集中度高

(1) DCG (2) DCG (3) DCG (4) DCG (5) DCG (6) DCG

TreatPost 0.117**(2.342） 0.055(1.514） 0.080*(1.758） 0.042(0.873） 0.073*(1.716） 0.035(0.749）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YearFE/FirmFE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1 609 11 609 11 033 11 764 11 489 11 489

Within R2 0.033 0.041 0.027 0.020 0.039 0.030

差异 0.062**(0.022) 0.038*(0.086) 0.038*(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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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企业合作文化的强弱
①

，这种自上而下的文化灌输方式会影响员工的合作意识。本文以合

作文化的中位数为基准将全样本分为高合作文化组和低合作文化组，回归结果如表8列（3）和

列（4）所示。在低合作文化组中，TreatPost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高合作文化组则不

显著。这说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助于增进员工进行合作及信息分享意愿，从而推动企业数字

化转型。另一方面，本文采用部门集中度衡量员工信息分享意愿。当企业部门较为分散时，部

门间沟通和协调的成本较高，各部门之间可能因为业绩考核而加剧利益冲突，更容易在企业内

部形成信息孤岛。而当企业部门较为集中时，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将大大减少，信息分享意愿

便会提高。参考现有研究，采用各部门员工人数占员工总人数比例的赫芬达尔指数衡量企业部

门集中度（孟庆斌等，2019）。根据部门集中度的“年度—行业”中位数为分组依据进行回归分

析，结果如表8列（5）和列（6）所示。在部门集中度低的组别中，TreatPost的系数在10%的显著性

水平上为正，而在部门集中度高的组别不显著，说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提高企业各部门之

间的信息分享意愿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

（三）供应链企业信息分享意愿

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企业内部转型升级的行为，还需要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进

行信息互通合作交流，关联企业之间的信息分享意愿对企业实现产业链数字化也很重要。在实

践中，产业链上的信息分享容易造成信息泄露，对关联企业产生不利影响。而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能够提高关联企业之间的信任水平，加强彼此对数字化转型有关信息的有效共享，进而推动

企业数字化变革。因此，可以预期，在关联企业信息分享意愿较低的样本中，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显著。

本文以客户集中度和供应商集中度分别作为企业与客户和供应商（关联企业）之间信息分

享意愿的代理变量。客户集中度越高，企业越可能投入大量的专有性资产以维持稳定的客户关

系网络（潘红波和张哲，2020）。倪骁然（2020）也指出客户集中度越高，客户与企业之间越可能

具备相互信任的关系。因此，客户集中度高有助于建立重复博弈产生的信任机制，此时信息分

享的意愿较高；而较低的客户集中度表明客户比较分散，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交情”浅，客户进

行信息分享的意愿也较低。客户集中度的衡量方式为前五大客户销售额占全年销售额的比重，

并以“年度—行业”的中位数为依据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见表9列（1）和列（2）所示。可以看

出，在客户集中度低的组别中，TreatPost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而在客户集中度高

的组别则不显著。这说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增加企业与下游客户之间的信任度，提高彼此

间信息分享的意愿，从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表 9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关联企业信息分享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变量
客户集中度低 客户集中度高 供应商集中度低 供应商集中度高 供应链集中度低 供应链集中度高

(1) DCG (2) DCG (3) DCG (4) DCG (5) DCG (6) DCG

TreatPost 0.134***(3.259) 0.027(0.544) 0.116***(2.804) 0.058(1.220) 0.138***(3.604) 0.067(1.359)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YearFE/FirmFE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1 117 11 122 10 563 10 562 11 249 11 248

Within R2 0.028 0.047 0.023 0.048 0.026 0.050

差异 0.1070***(0.002) 0.0578**(0.044) 0.0710**(0.016)

同理，当供应商集中度较高时，表明交易双方都为此作出了相当程度的专有化投资，并基

于理性决策愿意维持专有化的交易关系（王迪等，2016），此时供应商与企业互信程度越高，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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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分享的意愿也就越高。反之，当供应商集中度越低时，对信息分享的意愿也就越低。供应商

的衡量方式为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额占全年采购额的比重，并以“年度—行业”的中位数为依据

进行分组回归。从表9列（3）、（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供应商集中低的组别中，TreatPost的

系数在1%的水平上为正，而在供应商集中度高的组别中不显著，说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

增加企业与上游供应商之间的信任度，提高信息分享意愿，从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文还采用供应链集中度这个指标衡量企业同时对客户和供应商的依赖程度，其衡量方

式为客户集中度与供应商集中度之和。并根据供应链集中度的“年度—行业”中位数为分组标

准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9列（5）和列（6）所示。可以看出，在供应链集中度低的组别中，TreatPost

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供应链集中度高的组别中不显著。这再次验证了本文的

猜想，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增进企业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信任度，大大减少了企

业之间信息互通存在的摩擦，从而提高供应链上信息分享的意愿，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七、  研究结论与研究启示

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必然趋势和必然要求，然而由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投入

大、回报周期长，有较高的学习成本且存在“阵痛期”，这导致管理层积极性不高，员工不愿意

配合，供应链上企业关键信息难以共享等问题。因此，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往往会望而却

步或停滞不前。本文从宏观环境的角度出发，探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

响。研究发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由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目前处于探

索阶段，因此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仅对前期的底层技术应用有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通过抑制管理者在数字化转型中的机会主义心理，增强员工参与数字化建设的

积极性以及提高关联企业分享关键信息的意愿来促进数字化转型。

针对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

充分发挥示范城市模范作用的同时，要引导非试点地区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特别地，鉴于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对微观企业产生的重要作用，政府部门要继续重视商务领域的信用环境建设，

继续强化对企业信用信息的搜集、整理与共享，进而建立经济交易主体的积极预期。另一方

面，企业要积极应对数字化转型中的困难。由于数字化转型具有投入大、见效慢的特点，阶段

性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股东应该给予管理者更多的信任和激励，提高管理者在数字化转型中

的风险承担能力，从而有效增加企业管理者对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同时，企业要诚信经营，

积极建立并维持诚实守信的社会形象，好的形象有利于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

系，减少与外部企业信息互通的摩擦，从而提高数字化转型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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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redit System Promote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Pilot Reform of Social

Credit System

Qiu Baoyin1,  Yu Meng1,  Zuo Jingjing2

( 1. School of Accounting,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Zhejiang Hangzhou 310018,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Henan University, Henan Kaifeng 475004, China )

Summary: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spawned many new technologies, formats, and models.

Therefore,  more  and  more  enterprises  are  undergo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practice,  it  is

equally important for personnel involved in digital construction to have a subjective willingness to

undergo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o be willing to support and engage in digital construction in

promoting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redit system records and

shares  the  credit  information  of  economic  subjects,  thus  establishing  a  credit  system  within  the

society  and  enhancing  social  trust.  So,  does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redit  system  affect  the

cognition  and  attitude  of  relevant  entities  towards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n

promote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uses the pilot reform of social credit system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o  study  whethe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redit  system  can

facilitate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redit system

significantly  promotes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is  effect  is  only  reflected  in  the

promo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underlying  technology.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redit system promotes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y reducing agency

costs,  promoting  employee  participation,  and  enhancing  the  willingness  to  share  information

among affiliated enterprises.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it studies the role of social credit system

construction in  shaping the  cognition and attitude of  the  management,  employees,  and affiliated

enterprises towar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viding a new angle of view to study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macro-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Second,  it

extends the role of social credit system construction to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s and value norms

in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viding  a  basis  for  further  evaluation  of  the  current  social

credit  system.  Third,  it  advances  the  research  on  institutionalized  social  trus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As the “acquaintance” society moves towards the “stranger” society,

the role of trust in traditional relational society is limited.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social

credit  system  construction  on  micro-enterprise  behavior,  enriching  the  connotation  of

institutionalized social trust in China.

Key words: trust;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redit system;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gency costs;

information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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